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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拼写方言： 

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之离合1 

 

湛晓白
2 

 

摘要 :旨在实现汉语“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代表了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基本

走向。但是，1930 年代由左翼文化人发动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则直接地质

疑和挑战了国语运动的主导逻辑。这场激进的汉字拉丁化运动，需要我们在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

现代语言运动的双重脉络中加以把握。长期以来，学界对汉字拉丁化运动较为忽略，对其根本关

切及政治文化内涵揭示不足，实则它与国语运动之间从对立到合流的历史演变，集中展现了中国

近代史上语言建设与民族主义及政党政治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 汉字拉丁化; 国语罗马字; 方言; 语言民族主义   
 

揆诸近代欧洲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以语言、种族、宗教及共同的历史

经验等作为基本的社会文化依据。其中，致力于在各阶层和族群中推广统一的国家语言，成为民

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中，追求

民族共同语的努力，则主要体现为国语运动的持续展开。国语运动历经周折，最终以北方方言为

语言基础，创制了具有统一读音、语汇、规范语法并适用于全体国民的共同语言。这一运动由专

家学者和民国政府共同推进，它无疑代表了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取向。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其实还曾出现过一种有意对抗国语运动的潮流，即 1930 年代后勃兴的

汉字拉丁化运动。汉字拉丁化（时人又称之为“拉丁化中国字”、“拉丁化新文字”或更为简明的

“新文字”）主要由左翼和中共文化人发起，是一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且持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

激进文字改革运动。3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激进性，不仅表现在其彻底废除汉字的决绝态度，还体

现在其猛烈批判国语运动的姿态。国语运动原本已内含着地方性（方言）和民族性（国语）之间

的深层冲突，拉丁化运动则不仅放大了这一冲突，还将民族自决和阶级革命等政治议题引入其间，

最终表现和凝结为一种相当特殊的主张——书写方言口语。此种语言主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代表了左翼和中共对民族共同语问题的主流看法，不仅在当时激起了很大舆论反响和社会争议，

而且在 1949 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仍在语言学界、文学界颇有余响，甚至一度影响到

了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 

在史学界，尽管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个案性研究并不少见，但综合研究却鲜有突破性进展。

尤其对运动所揭橥的“书写方言”这一核心主旨，一直以来都缺乏细致的历史考察4。本文对这

                                                        
1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1 期。 
2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3
 拉丁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其有过简明的定义：“新文字是一种用拉丁字母写中国话的拼音文字。”见北平新文字研

究会编印：《新文字入门》，北平：新文字研究会，1936 年，第 1 页。 
4
 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史学研究，以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和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居多，至于涵括运动进程、兴

起缘由、基本主张的具有较强学术性的整体史学研究则尚未得见，一些来自文学史的系统研究又因专业视角所

限疏于具体历史进程的梳理。国内可资借鉴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有关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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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核心语言观念之渊源流变的历史考察将揭示：拉丁化运动试图以代表大众的“普通话”来

替代“资产阶级的国语”，让各种方言都平等地构成“普通话”的语言资源，这种看似偏颇的主

张，既是对国语运动固有内在矛盾的“矫枉过正”式回应，更是阶级政治框架制约下的历史产物，

可以说，它与 20 年代上半叶的政治文化思潮之间有着很深的纠葛与互动。其中，马列主义经典

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论述，是影响左翼和中共文化人理解语言问题的关键思想资源。拉

丁化运动中频繁出现的“国语”、“普通话”和“方言”这些关键词，也由此超越了单一的语言名

词，而演变为承载政治诉求的特殊概念。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期待能为今人反思近代中国语言与

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具体个案和一种新的视角。 

 

一、与“国罗”立异：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由来与特色 

 

五四之后，在“全盘反传统”思潮的鼓噪和趋新文化心理的辐射下，从工具性能角度认定西

方拼音文字优越且有可能取代表意性的汉字，逐渐成为新文化人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
1这种认识在文字改革实践上的具体体现，即是分别于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初诞生的“国语罗

马字”和“汉字拉丁化”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拼音方案。 

国语罗马字方案（为行文简洁起见，后文统称“国罗”）主要由语言学家赵元任创制，其主

要鼓吹和推动者则包括钱玄同、黎锦熙、白涤洲、刘复、林语堂、萧迪忱、周辨明等国国语统一

筹备会的骨干成员。这一具有典型学院气质的拼音方案，于 1928 年在国民政府大学院获得正式

通过。尽管“国罗”方案具有表音功能健全等突出的技术优势，又被赋予了合法的官方身份，但

是，一方面其时教育部在国民语文教育中着力推行的乃是“注音字母”，另一方面“国罗”派向

来不注重社会宣传，以致其传播始终局限于专业的学术精英圈子。2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汉字拉丁化方案在 1930 年代初浮出了历史地表。1930 年前后，

受苏联、土耳其等国家拉丁化运动促动及“国罗”方案合法化的直接刺激，留苏的瞿秋白、吴玉

章等中共党员在莫科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等单位汉学家郭质生、史青萍的协助下，创制了后来被

                                                                                                                                                                       
的思想文化史的分析，较具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杨慧：《“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

语批判》，《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刘进才：《汉字，文化霸权抑或符号暴力？——以鲁迅和瞿秋白关于

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倡导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傅修海：《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

白文艺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二是学者对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宏观思想史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对国语运动和方言问题的一些代表性成果，构成本文的直接历史语境和对话关系。如汪晖最

早借鉴民族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参见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

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1—375页。崔明海、袁先欣等学者

对国语运动的研究也颇有借鉴意义，与本文的研究直接关联因而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学者王东杰的系列深入研

究，参见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代

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1期；《“汉语是一种方言”：中国现代国

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汪晖和王东杰的研究都涉及了拉丁化运动的语言

主旨，但主要是将其视为民族主义语言运动的对立面，未做专门探究。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亦不多见，英文

研究有John 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日

本学界研究可参见大原信一：中國の「國語羅馬字」と「拉丁化新文字」にかんする覺え書，《同志社外国

文学研究》第6号，1973年9月。 
1
 这从 1929 年和 1931 年分别出版的两本汉字改革论文集中，即可窥见一斑。这两本论文集收录了当时较具代表

性的关于汉字改革的系列讨论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除了钱玄同、傅斯年、陈独秀、刘半农这些五四新文化干将，

赵元任、黎锦熙、罗常培、魏建功、陆志韦、萧家霖、杜子劲等新一代语言文字学家，也都对汉字拼音化的改

革方向表示支持和赞同。参见河南省教育厅编印：《中国新文字问题讨论集》，郑州：河南省教育厅，1929 年。

李中昊：《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观》，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1 年。 
2
 语言学家周有光戏虐地形容“国罗”是“身世坎坷”，“不但出生就像私生子（自行发表），勉强公布充当‘偏

式’，而且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艰难。”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1 年，第 43 页。 

http://ruimoku.zinbun.kyoto-u.ac.jp/est/view/person-name@ruimoku/rep.id=u5927u539F_u4FE1u4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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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北拉”的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该方案的最初推广，体现出浓厚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

色彩，实际上被纳入苏联正在展开的庞大文字拉丁化改革之中。11933 年该方案经左翼世界语者

联盟引进中国，并借助 1934 年“大众语”论战的历史契机，开始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2大众语

论战之后直至 1937 年初，配合反对国民党文化复古主义的斗争，部分左翼和中共文化人从文化

大众化视角，对汉字拉丁化进行了密集的宣传，使其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一个颇具热度的文化议

题。在左翼思潮席卷知识界的 1930 年代，拉丁化倡导者诉诸大众立场，愤慨揭示汉字造成的文

化阶级壁垒，因之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并在舆论上迅速形成了压倒“国罗”的优势。3 1936

年之后，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共政治路线由阶级斗争向民族革命的转移，以及国民政府对

骤然勃兴的拉丁化运动实施查禁，汉字拉丁化的宣传热度有所下降。不过，由于战时民众教育和

抗战动员的迫切需要，拉丁化方案得以真正进入教育实践领域，1940 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被完

全“合法化”，且被指定为边区冬学运动中的“扫盲”文字。但是，由于抗战形势的急速变化和

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等深层原因，冬学扫盲运动和拉丁化协会、干部学校在 1943 年亦基

本陷入停顿。4此后直至内战结束，拉丁化运动整体趋于低落，声势不复从前，但上海和香港两

地仍有坚定的支持者继续从事方案改进和理论宣传。 

作为继“国罗”而起的一种拼音化实践，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展开，几乎始终是在与“国罗”

的对抗中完成的。作为同样采用同样字母形式的两种拼音化方案，“国罗”与拉丁化方案的差别，

不仅存在于声调和读音规则等技术性层面，更集中体现于语言主张——拉丁化派明确质疑国语的

合法性和普遍性，力主将区域性的方言作为文字书写的对象，而国语罗马字则拥护国语运动，主

张拼写统一的国语。5相较而言，拼写方言不仅关系到民族共同语形成路径的选择，还牵涉到民

族主义、阶级政治、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敏感问题，是拉丁化运动政治文化诉求的集中体现。

本文试图经由对这一语言主张形成演变及其政治文化意涵的追索，来透视近代中国历史上语言与

民族主义和党派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 

 

二、批判“国语”和重构“普通话”：瞿秋白与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奠基 

 

作为汉字拉丁化运动事实上的奠基人，瞿秋白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更多的却是“隐形人”角

                                                        
1
 据苏联汉学家的回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的汉学家参与了

汉字拉丁化方案的创制，并建立了直属全苏新字母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汉字拉丁化委员会。新字母联盟中央委员

会特派委员参与了 1931 年的海参崴大会，且会后成立的远东新字母委员会仍陆续在支持汉字拉丁化活动。参

见[苏联]史萍青著，吴友根译：《关于中国新文字历史上的一章（上）（下），1928—1931》，《文字改革》，1962

年第 9、10 期。冈林：《苏联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与汉字书法拉丁化》，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续编二》，上

海：启智书局，1935 年，第 151 页。1940 年吴玉章对这一过程也有简单回忆，但他强调的是中共文化人的主

导作用。参见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40 年第 4 期。 
2
 国内世界语传习者是经由苏联世界语者协助而非中共才辗转获得苏联汉字拉丁化方面的材料。具体情形参见叶

籁士：《回忆语联：三十年代的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2 期。 
3
 来自拉丁化派的记述可能有主观夸大之嫌，但当时“国罗”派和其他一些立场中立者的陈述比较能说明这一点。

如黎锦熙曾无奈概叹：“他们努力宣传，不到几年就差不多普及于中国的知识青年。……到如今，有些青年们

只知道有这种‘新文字’，并不知道以前还有本国国定的‘国语罗马字’呢。”参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经世战时特刊》1939 年第 47、48 期合刊。 
4
 参见王元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3期；秦燕：《陕甘宁

边区新文字运动兴衰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8 期。 
5
 “国罗”派并不绝对排斥拼写方言，但也不是在与国语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1934 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

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上，就曾提出过“制定方言罗马字的拼法案”的提议。按照钱玄同的规划，方言罗马字将

应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用它来写国语文中采用方言的词或句。二，用它来写纯方言文，如各地民歌之类。

三，在辞典中用它来记方言词的原音。四，调查方言时，它是一种很适用的音标。五，可以记旧韵书中国音所

不用的音。”参见钱玄同：《制定‘方言罗马字’（F.R.）的拼法案》，《钱玄同文集·汉字改革与国语运动》第

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77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 

色，至少在勃兴之后的拉丁化运动宣传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尽管晚近的一些相关研究已经对瞿

氏发起“文字革命”的历史语境做了相对深入的揭示，然而，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瞿秋白是如

何受到马列经典关于“民族共同语”论述的影响的？他在“国语”、“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建

构了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这种语言观念与之后的拉丁化运动存在何种实际的思想关联？ 

瞿秋白对语言文字问题的专门论述，最早始于 1929 年他在苏联出版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

这本小册子，之后他带着“苏联经验”进入到中国语境，在 1931-1932 年文艺大众化论战期间发

表了《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等多篇长文，予以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瞿秋白撰写的上述文章，在批

判五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整体框架下，从学术和政治的双重角度，对“汉字罗马

化”（注：即拉丁化）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所做的反复论证，提出了涵括日后拉丁化运动理论的基

本议题。正是在“汉字罗马化”的论证中，瞿秋白从批判国语、白话等五四新文化的语言成果入

手，明确提出要用“普通话”来取代现有“国语”。   

瞿秋白对民族共同语问题的认知是从批判国语入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国语运动

的历史逻辑。正如诸多已有研究成果所指出的，现代意义上的“国语”普及运动在中国始自清末，

后与新兴的白话文运动合流，共同聚合为民族国家的语言规范化运动。民国时期，“国语”作为

锻造现代新国民、抟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媒介，在语言文字学专家组成的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和

国语统一筹备会等官方机构的推动下，确定其基本内涵，并得到民国政府教育行政权力的认可，

逐步进入国民教育-知识的传播体系。1就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民族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复合

民族国家而言，“国语”语言合法性地位的确立至少需要应对来自以下三个层面的挑战。 

第一层面，即由汉民族共同语升格而成的“国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地位关系。由

于汉民族语作为沟通媒介具有事实上的优越地位和普遍性，清末即已初步确立了“汉语”作为超

越单一族群、地区的帝国语言的法定地位2。1920 年代 “国语”教育纳入国家的统一规划之后，

既强调国语教育的主导地位，同时保留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机构教授本民族语言的权力，成为民

国政府所明确规定的民族语言政策。3不过，由于“国语”事实上的优势地位以及政府边疆民族

治理模式的制约，当时民间和官方的主流论述一直更为强调“吾国五族之民果用一致语言，自无

不同之意志”4的整合需求，表现于语言政策则是过于偏重主体民族语言同化这一目标，因此在

当时即激起了一些蒙臧少数民族代表的不满。5 

第二层面，即汉语内部标准方言与其他地方性语言的权重关系。国语专家意识到，从可行性

来讲，“我们并不能使无数种的方言，归合而成一种的国语”，6务实的方式是遴选一种自然性的

现实方言为“国语”之基础方言，同时吸纳其他方言语汇为国语之充实。“方言”的此种定位即

是胡适所言的 “候补的国语”和黎锦熙口中的“游离的国语”。7 至于何种方言具备升级为“国

                                                        
1
 关于国语运动历史进程最早也是较为详尽的概述，可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2
 1911 年 7 月，《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已确立了 “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

审定标准语”的国语标准。参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

第 144 页。 
3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蒙藏教育应注重语文》，《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年，第

1053 页。 
4
 同上。 
5
 1925 年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曾建议：“近年以来蒙藏回各地方对于仅用汉文之公牍极不满意竟有因不准

用蒙文公牍而反对者，甚非所以融洽五族之道，故本委员主张宪法必须载入此条方为妥善”。见《关于蒙藏各

地方制度及语言文字应在宪法上特别规定案》，《政府公报》1925 年第 3360 期。 
6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国语月刊》1922 年第 1 卷第 4 期。 
7
 “国语“包含语音、语汇、语法这三重基本要素，实际上国语运动对这三种要素标准的确认并非同步而恰恰是

分散进行的，最先开始的是语音标准的统一工作，之后才是语汇和语法。易言之，国语运动最开始并未形成以

某种方言来建设国语的思路。1920 年代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合流之后，国语运动才开始确认以北京方言为

基础方言，此时语音、语汇、语法的工作才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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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资格，胡适立足于语言本身认为：“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

这一种方言，产生的文学最多。” 
1
。黎锦熙则从综合的政治经济角度做出补充解释，“因为交通

上、文化上、学术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平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都有

关系”。 2 

第三层面，即“国语”如何才能更好地代表全体国民。尽管国语运动专家围绕着国语标准语

音发生过激烈争议，在以糅合各地语音的“国音”和“京音”二者之间争持不下，他们对“国语”

究竟以何种语言为书写语言对象不尽一致，3沈兼士宣称国语乃“同一政治团体之中有势力的多

数人民所使用之语言”，，周作人则指出民众语言或者国语的对象，“并不单指哪一部分”，而是国

民全体之意。4尽管这些主张看似带有阶级倾向，但这些主张本质上主要是基于语言价值的现实

考量而非阶级分殊意识作祟，其基本目标仍是创制适用于国民全体的公共性语言。 

整体而言，就如一些学者所概称的，国语运动所代表的乃是超越单一民族、地方、阶级的典

型语言民族主义模式。5但是，自瞿秋白的革命理论来审视，则掩盖在“国语”运动表面合法性

逻辑背后的是非法的权力关系，有待一层层地予以揭示。从瞿秋白试图经由苏联语言学家来发起

对“南京官方的草案”（指“国罗”）的攻击来看，他对“国语”的批判显然是极为刻意和用心的
6。 

首先，瞿秋白重点指控了“国语”以主体民族汉民族语为国家语言的民族主义逻辑。其实早

在 1926 年 1 月也就是瞿秋白任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时，在名为《现代民族问题讲案》的讲课提

纲中，他就已经将国语视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重要表征，批评过资产阶级以语言统一之民族主

义名义实施民族压迫和阶级专政。7在 1931 年开始系统地论述“文字革命”之后，他便将对“国

语”政策的理论性批判转变为更具体的历史批判。针对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刘大白 1929 年

发表的“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文腔”（即现代白话）具有“统一文化和同化异族”之力等标榜民

族主义的言论，瞿秋白 1931 年专门撰写《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的长文予以尖锐

抨击。8经由瞿秋白“以阶级对抗民族”的政治祛魅后，为文化民族主义者所称道的具有文化大

一统之功的汉字，被解构为“阶级的文字”以及汉唐清帝国向宗藩文化殖民的工具，至于民国政

府试图借助现代书同文——“国语”政策来同化异族则讽刺为政治臆想。9 在稍后发表的《新中

国的文字革命》等文中，瞿秋白还多次态度激烈地反对“强迫统治民族的言语为国语去同化异族”，

                                                        
1
 胡适：《国语与国语文法》，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

第 228 页。。 
2
 黎锦熙：《大众语要不要标准语》，《社会月报》1934 年第 1卷第 4 期。 
3
 沈兼士认为“国语”应以与“现代智识阶级通行的语言相去不远”的历代小说家的白话为标准，刘半农、张士

一认为可以参考英国模式采纳京城中等社会的语言，周作人则强调既要周纳民间方言、外来语但更应延续精英

的语文传统，参见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国学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1 号； 刘复（刘半农） ：

《国语问题中的一大争点》，《国语月刊》1922 年第 1 卷第 4期；张士一：《张士一先生论标准语》，《国语周刊》

1933 年第 86 期。 
4
 周作人：《理想的国语》，《国语周刊》1925 年第 13 期。 
5
 国语标准论争所体现的复杂政治文化诉求，可参见王东杰：《“代表全国”：20 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

《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11 期；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文

学评论》2009 年第 4 期。 
6
 参见瞿秋白著，瞿独伊译：《写给郭质生的两封信》，《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4 期。 
7
 参见瞿秋白：《现代民族问题讲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92

页。 
8
 触怒瞿秋白的，一是刘大白在书中极力宣扬民族文化的强大同化力，一是他完全肯定包括白话文、国语在内的

五四新文化成果和国民革命，这些都是瞿秋白所极力批判的。 参见刘大白：《白屋文话》，上海：世界书局，

1929 年。 
9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

第 206—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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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回族、西藏族、蒙古族、黎、苗、彝族，这些弱小民族，绝对没有学习中国话的义务。”1  

其次，瞿秋白还谴责了“国语运动”对地方性语言的压抑和宰制。他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共

同语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统一后的必然产物，是各地方言充分同化直至消亡后的语言结晶，

因此在政治经济不统一的中国，国语“没有可能简单的采取一种纯粹自然的语言——某地方的方

言”2 ，“如果要用同文政策——就算用现代人话之中的一种北京话，来做标准国语，而抑制各

种方言的发展，那亦是反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3 国语运动客观上加剧了各方言不平等系事

实，瞿氏的此种指责确有其针对性，然而进一步参照其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的相关表

述来看，他将此种不平等绝对化地理解为国语完全摈弃、禁止其他方言，则已是误解。4当然，

此种“误解”在当时文化界其实并不少见，只是未见得会如瞿氏一般提出异议。5对于方言作为

语言本身的特性，瞿秋白的描述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他既十分认定方言的独立性和彼此差异，但

又同时始终在强调方言被“普通话”吸纳和彼此同化的趋势。6 

最后，基于“等级制度的统治，特别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地格外明显”7这一基本认识，瞿秋

白否定了语言的公共性，而将阶级立场贯穿到了他对“国语”的研判当中。大致地说， 白话文

是书面语，“国语”则是以白话文为基础但又另外包含统一语音等要素的规范性语言，二者都以

北方方言为基础，在指涉上多有重合。由是之故，瞿对新式白话的批评往往包裹在其国语批判之

中。瞿秋白剖析道，正如同五四式新白话是“欧化的绅士”的专利，“官话”本身就是“官僚主

义的代名词”一样，所谓代表国民全体的“国语”，也不过是由教育部“文字专家的学阀”制造

出来的书面语言的统一。8在瞿秋白看来，“言语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不是大学院里面的学阀

所能够统一的”， 语言的统一只能是出自大众的方言口语的真实统一，循此标准，则“国语”的

普遍性和统一性就成了一种虚构。 

在揭示“国语”背后多重权力关系的同时，瞿秋白重新厘定和建构了“普通话”这一原来与

“国语”指称相近的概念。瞿秋白将语言放到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以及相应的阶级力量变化中去

理解，他指出，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由各方言融合而成的统一汉民族口

头语已初步形成，这就是流通于南方大都市、出自新兴阶级之口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因语

言的统一过程尚未真正完成，各地方言和地区性的“普通话”依然存在。9他进而指出，伴随着

“统一经济机体的形成”，以及各种方言的不断同化和消亡，“普通话”才会最终成熟定型。依循

上述判定，瞿秋白提出当下最合理的语言文字策略，是以只具雏形的普通话文字满足公共性需要，

同时允许方言文字并存，二者形成一主一辅的格局。10 

                                                        
1
 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305 页。 
2
 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304 页。 
3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209 页。 
4
 文中，瞿秋白解释“普通话”不能叫做“国语”的理由是：“ 因为，第一，各地方的土话在特别需要的时候，

应当加入普通话的文章里，第二，各地方的方言，应当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不能够勉强去统一的。”参见瞿秋

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164 页。联系前文黎锦熙等人的说明，即可明了瞿氏赋

予“普通话”独有的合法性原则，已为国语运动所兼顾。当时，国语运动专家即已不客气地揪出了瞿秋白的此

种“误解”，参见何容：《再论“所谓官僚的国语”》，《国语月刊》1932 年第 3 卷第 53 期。。 
5
 1936 年舒新城等人编纂的《辞海》中“国语”词条的解释为“我国以北平话为标准国语亦简称国语”，可见主

流知识界都将北平话与国语等同，而不太会注意胡适、黎锦熙等人“候补国语”之类周全的说法。参见舒新城

等编：《辞海》，中华书局，1936 年版，第 1413 页。 
6
 瞿秋白写道：“这许多种中国话在言语的系统上是相同的，而同时每一种言语差不多不但是一种方言，而且几

乎要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语了”。参见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276 页。 
7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12 页。 
8
 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第 3 卷，199 页。 
9
 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 6 月；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164 页。 
10
 参见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283—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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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瞿秋白所构想的“普通话”，被定位为单一的汉民族共同语，它依据

民族平等和阶级合法性理念，遵循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语言融合路径，与国语在生成逻辑和政治意

涵上确乎有了本质的区别。国语与普通话的对立，就被建构成了口语/书面语、精英语言/大众语

言、单一民族语/多民族共同语的多重对立。然而，一旦落实到语音、语汇、语法等语言实质要

素层面的探讨，则“普通话”的概念性和想象性特征显露无疑，以致“普通话”事实上与有确定

语言内涵的国语之间无法明确切割。这从瞿秋白的诸多论断中都有体现，如“普通话大半和以前

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 1， “用汉字的文言和北方

话做本位的普通话”，是“现在普通话的基础”，等等。                                                   

尽管瞿秋白做了诸多细致的学术性铺陈，但他围绕着“国语”、“普通话”、“方言”等关键词

所建立的独特认知框架，明显受到其他外在思想理论的强烈制约。首先，我们必须将其置于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论述传统中去理解。不少研究者都谈到，瞿秋白受到 1920 年代

末在苏联被奉为权威的语言学家马尔语言理论的影响2。不过，严格说来，马尔所倡导的语言阶

级性理论以及语言融合理论，其实在他之前的马列经典著作中也不难找到相似表达。比如马克思

既阐述过“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3 又从语言的分化层

面谈论过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 4恩格斯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则更明确地分别论

述过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使用不同习惯语的事实。5应该说马尔理论对包

括瞿秋白在内的左翼文化人影响甚大，尤其是他的语言融合论，充当着瞿氏批判国语与方言关系

的理论依据，但我们不应该忽视马列主义经典中类似论述可能起到的强化作用。 

更直接的影响还来自列宁、斯大林和苏俄的民族语言规划模式。由于俄国民族构成极端复

杂，在列宁那里，民族语言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变成了与现实民族政策和苏联语言规

划紧密关联的政治议题。确实，只须稍加对照即可看出，瞿秋白对“国语”的政治性批判及背后

赖以支撑的民族自决、“以阶级对抗民族”等政治理念，实际都是对列宁相关理论的复述。关于

此点，学者杨慧已有详论。6他指出，在十月革命前的 1913、1914 年间，列宁曾多次阐述过这一

观点：一方面，肯定民族语言的统一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统一国内市场进而创建民族国家的重

要条件； 另一方面，又基于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民族自决为

理论武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义务国语”主张和政策进行了反复的政治批判，7并在政治宣

传中经常性地使用“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 8等表述。在笔者看来，列宁的影响还体现于，

他不仅一般性地驳斥了自由派所鼓吹的“文化统一”、“民族文化”等“精致的民族主义”口号，

揭露他们以此分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图，还彻底否定了这一民族主义的具体体现——以俄罗斯语

为“国语”和在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中强制推行“国语”的政策，强调各族民众平等享有使用本民

                                                        
1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 3 卷，第 164 页。1913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规定的国语标准音

（被称为旧国音）。这种标准音由各省代表投票方式决定，系综合各地方音机械相加而成，不是一种具有系统

性的真实语音。后来国语运动否定“旧国音”，采纳以“京音”为标准的新国音。瞿秋白推崇旧国音，是因为

他主张普通话由各种方言融合而成。 
2
 关于马尔语言理论的内容及其在苏联历史上的沉浮命运，可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文，刘显忠编译：《斯

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 年第 1 期。 
3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500 页。 
4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55 页。 
5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410 页：马克

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00 页；保尔·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罗大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 
6
 杨慧：《“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厦门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7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88

页；《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20-147

页。 
8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第 2 版，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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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权益这一基本原则。1另外，苏联的语言政策基本不涉及方言问题，但是列宁、斯大林等

人做出“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2的判断，已暗含了将处理各民族语言的平

等、尊重原则套用于方言的可能，瞿秋白对方言的维护很可能间接受到了这一逻辑的影响。3苏

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实行的也正是建基于列宁的上述主张之上的各民族语

言平等政策。4在中共紧紧跟随共产国际和苏俄步伐的 1920、1930 年代，瞿秋白的“全盘引用”

并不奇怪。不过，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作为为数不多能直接阅读俄文文献的革命理论家，瞿秋白

对这些问题的译介和探讨在党内仍保持了某种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既体现在实践层面，即他从

1921 年起已在党内较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民族理论、情形及政策，其中就着重宣扬了各民族语言

平等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点，后来中共苏维埃政权直接援引并将其确立为基本的民族政策，

瞿秋白应在其中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5体现于理论层面，即是瞿秋白对“国语”的多角度批判

和对“普通话”的想象性建构，在左翼中间开启了一种经典的共同语认知模式，由此奠定了拉丁

化运动的理论框架和语言导向。 

瞿秋白的上述核心论点，与 1931 年 9 月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章程

的导向，是大体一致的。6响应 1930 年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所做的报告，拉丁化大会章程规定，

为了建设“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为了形

成“劳动群众口头语言之书面文字”，汉字拉丁化运动应当“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

动’，所以不能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现在先用北方口音作标准来编辑教本

和字典，以后再进行其他地方口音作标准的编辑工作”。7由于已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并未参与章

程的拟定，甚至对拉丁化方案已在远东华侨中推行并无所知，可以断定他对大会并无“幕后”指

导。8从陈独秀在 1928 年即已表态反对国语并创制了四种方言拼音方案来看，“反国语，写方言”

已经成了少数有意于文字改革的中共文化人的共识，拉丁化大会只是将这一共识公开和明确化

了。但是，在早期汉字拉丁化方案的创制和理论建设中，瞿秋白无疑充当着绝对的主力，起着“导

向”作用。 

 

三、搁置“普通话”与推崇方言口语 

 

                                                        
1
 列宁：《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52-154 页。 
2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56 年 4 月第 1 版，第 6 页。 
3
 瞿秋白没有直接表述过一点，但确实隐含着类似逻辑。吴玉章则援引斯大林的说法，清晰地表达了方言与民族

语言之间具有可比性，参见吴玉章：《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中国文化》，1940 年创刊号。 
4
 参见杨艳丽：《从语言平等、语言融合到推广国语：苏联解体前后的语言政策》，周庆生主编《国家、民族与语

言：语言国别政策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5
 瞿秋白 1926 年完成的《现代民族问题讲案》，细致介绍了包括民族语言政策在内的俄国民族政策，之后尊重和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就成为中共的基本政治纲领，此一纲领在 1931 年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有明

确规定。  
6
 瞿秋白的此类观点，在陈独秀那里有过类似的表达。1928 年他完成了最终未获出版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

书（现遗失无存），该书内含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广州话四种方言的拼音文字方案。陈在序言中称“现

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陈独秀五

四时期表示赞成“国语统一”，但之后转而批评国语，明显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也说明，在瞿秋白之前，

左翼文化界就已经有了对“国语”的政治性批判，只是较为零星不系统。参见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自序，转引自唐宝林编：《陈独秀语萃》，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年，第 171 页。 
7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40 年第 4期。 
8
 吴玉章提及章程的拟定人包括林伯渠、萧三、王湘宝、龙果夫（苏联汉学家）及他本人。参见吴玉章：《新文

字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40 年第 4 期；从焦风的回忆来看瞿秋白对海参崴大会并不知情，参见焦风：

《三十年代中国世界语者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一点回忆》，《文字改革》，1961 年，第 11.12 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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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瞿秋白奠定了拉丁化运动的基本导向，但由于他发表相关文章时拉丁化方案尚

未真正引入国内，且苏联召开的海参崴大会在国内只有极为零星的介绍，因而实际上是在拉丁化

运动藉以兴起的大众语论战中，他的上述语言主张才得以广泛引起注意的。   

在 1934 年 6 月开始的大众语论战中，“普通话”、“国语”、“方言”及其相互关系，重新成为

论战的关键词。基于对“大众”一词的不同理解，论战者对“大众语”的定位也一直都既模糊又

多元。以黎锦熙为代表的少数论者认为，国民和大众既是同一个概念，国语和大众语是“同实而

异名”，其对象都是国民全体，并不具有“阶级性”。1更多的论者则认为大众是与智识阶级相区

别的特定阶层，大众语则是服务于这一特定阶层、相比五四白话更通俗的一种语言，与“国语”、

“普通话”等象征普遍性的共同语概念不能并置。2左翼文化人的声音比较特别。他们接续了瞿

秋白的论述，在较为一致地反对国语的前提下，将大众语理解为既属于大众又超越于大众的民族

共同语。因此事实上，大众语变成了可与普通话置换的同义词。但是，在这一共识之外，左翼文

化人对方言本身以及对大众语或者说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着并不统一的认知。
3以魏猛克、乐嗣炳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认为，瞿秋白提出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就是大众语，

它已基本形成，但又不如瞿所言可以“容纳各地土话”，“它是竭力避免各种土话”，他们不认可

方言的价值，认为“土话是原始的，没有进步性的语言”。4胡风则代表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中立观点。他在不同文章中均强调书面白话在形式和功能上充当着“大众口语的基础部分”，认

为书面白话和口头方言应当共同地构成大众语的基础语言。5另外一种更偏激的观点，则来自叶

籁士、流冰、胡绳、聂绀弩、焦风、应人等人。这一拨人也认为普通话就是大众语，但目前它还

过于薄弱且远未成型，因此亟需以真正出自民众的方言口语来予以充实6。这些拔高方言的论者，

也正是国内最早一批推广汉字拉丁化的骨干人物。据参与论战的叶籁士的回忆，这些人多是当时

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成员。他们在左联的指示下，依托《中华月报》等左翼刊物，带着宣

传汉字拉丁化的自觉加入了论战，先是有意识地制造了一种“反对国语赞成方言”的集体性“声

音”，之后再顺势将倡导拼写方言的拉丁化方案推向前台。7当时的世界语者普遍信奉马尔语言融

合理论，以及该理论预设的方言——民族语——世界语之标准进化路径，因而他们从提倡世界语

到转向倡导方言并未感到有思想障碍。8 

在大众语论战之后直至 1937 年初，拉丁化运动因密集宣传而造就了广泛舆论影响力。聂绀

弩、胡绳、叶籁士、之光等几人，作为这一时期拉丁化运动最主要的宣传者和阐释者，在集中力

                                                        
1
 黎锦熙：《大众语真诠》，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续编二》，上海：启智书局，1935 年，第 49—56 页。；傅红

蓼：《大众和大众语》，《社会月报》1934 年 8 月。  
2
 比如吴稚晖就明确界分：“四百兆大众一起懂得的，是叫统一语，不是现在第一步急需的大众语。”参见吴稚晖：

《大众语万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续编二》，第 7 页。 
3
 并不是所有的左翼文化人都反对“国语”，比如作家祝秀侠就认为国语运动“价值不能抹煞，“建设大众语，应

该从这方面去促进，不宜于退一步走回‘提倡土语方言的’路上来。”佛朗（祝秀侠之笔名）：《再提出点意见

——关于土话方言问题》，《中华日报· 动向》1934 年 7 月 8.9 日合刊。 
4
 魏猛克：《普通话与大众语》，《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 年 3 月 23 日；乐嗣炳：《大众语决不是国语》， 

 ，《大众语文论战》，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续编二》，上海：启智书局，1935 年，第 57-62 页。  
5
 高荒（胡风的笔名）：《“白话”和“大众语”的界限》，《中华日报· 动向》1934 年 7 月 4 日。 
6
 白兮：《文言白话大众语》，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1934 年；流冰：《提倡‘土语方

言’是不是忘记大众的真意义》，参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续编二》，启智书局，1935 年； 叶籁士：《大

众语·土话·拉丁化》，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上海：民众读物出版社，1934 年。 
7
 参见叶籁士：《回忆语联——三十年代的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2 期；焦风：《三十年

代中国世界语者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一点回忆》，《文字改革》1963 年 11-12 期。 
8
  拓牧这样解释世界语和民族语的关系：“世界语之对于今日的世界，正好比国语之对于今日的中国。我们需要

世界共通语的产生；但是世界语还不是，它只是国际补助语，虽然作为国际补助语，它有不可磨灭的价值，我

们需要中国统一语的产生，但国语还不是，它只是方间区际语，虽然作为方间补助语它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生活书店，1939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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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批判“国罗”这一主要对手的过程中，更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大众语论战中已初步提出的论点，

围绕着方言书面化这一核心原则做了反复论证，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1在整体继承瞿秋白理

论框架的同时，拉丁化派在思路上又有了相当的变化。 

首先，拉丁化派进一步地渲染国语的“帝国主义”色彩，更加强化了中国只能建立单一民族

共同语这一原则。2 这种偏激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基于捍卫民族自决和少数民族语言权益的

政治考量，坚持中国绝不可能建立多民族公用的国语，“至多，我们只能承认，在汉族中间是需

要一种统一的民族语的” 3；另一方面为了论证此点的合理性也为了回应反对者的质疑，一些拉

丁化支持者甚至援引瑞士一国中有多种官方合法民族语言流通的例子，来反证语言的统一并非民

族或国家统一的必然条件。4 

其次，基于对方言所代表的阶级属性和语言价值的独特认知，拉丁化派一边倒地表现出了对

方言的绝对推崇。  

代表大众，是拉丁化派赋予方言的基本阶级属性和身份标签。在拉丁化派的论述中，书写方

言口语的拉丁化运动和书写国语的“国罗”方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阶级立场。鲁迅也声称他所

以支持拉丁化而排斥“国罗”，不在于方案的“粗疏与精密”，而在于“由来和目的”，而由来和

目的又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书写语言对象。5在国语不普及和战争造成事实割据的状态下，大众

的真正需要乃方言而非“国语”，强调大众启蒙比语言的统一更为紧要，又为拉丁化运动支持方

言提供了有力的理由。6 当然，历史地看，各种贴近中下层社会的拼音化实践，从早期的教会方

言罗马字到清末切音字运动，其实都倾向于拼写方言。  

阶级立场之外，拉丁化派又从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角度，论证了发展方言是通往语言统一的

必经之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方言的语言地位。同样是从马尔的语言融合理论出发，坚持自下而

上的语言统一路径，但拉丁化派与瞿秋白的结论并不相同。7拉丁化派认为，在落后的半封建社

会的中国，体现方言同化和集中趋势的“全国普通话”并未真正形成，实际还处于方言岐出和不

断融合为民族语的过渡期。对“普通话”是否业已形成的不同判断，又直接导致了对方言的不同

定位。拉丁化派比瞿秋白更彻底地贯彻着语言融合理论，倡导绝对的语言平等，甚至宣称“在言

语从综合到统一的过程中，决不是由一种言语来征服、消灭其他所有的言语，却是每一种言语都

在新形成的统一语言中占着一部分的地位。”8  

                                                        
1
  聂绀弩、胡绳、叶籁士、之光等人均有拉丁化论著出版。参见叶籁士：《拉丁化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5

年；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大众文化社，1936 年；胡绳：《江南话新文字概论》，上海：天马

书店，1936 年；聂绀弩：《从白话文到新文字》，上海：大众文化社，1936 年。 
2
 有人界定：“国语是一个国家内某一支配民族强迫其他少数民族使用、而企图消灭其他民族语的语言，所以它

有着浓厚的侵略主义的气息。”参见应人：《读了“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之后》，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 年，第 74 页。 
3
 胡绳：《文学创作上的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2 卷第 9、10 期合刊。  
4
 之光：《新文字入门》，北平清华大学拉丁化研究会出版，1936 年，第 29 页。拉丁化支持者之所以以瑞士为例，

是因为列宁曾多次谈到瑞士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三种官方语言和平共存，他宣扬“我们应该宣传并且维护

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参见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列宁全集》第 2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4 月第 2 版，第 448 页。 
5
 鲁迅：《论新文字》，《青年文化》1936 年第 3 卷第 5 期。 
6
 聂绀弩：《怎样统一中国的语言》，《中华月报》1936 年第 4卷第 8 期。  
7
 宣传拉丁化的刊物《语文》刊发的《纪念马尔》一文重点介绍了马尔“ 语言底阶段发展”和“世界语言创造

过程底统一性”的理论，强调了“语言底种属决不是完全互相独立和不能互相溶合的”这一结论。参见徐沫（何

增禧之笔名）译：《纪念马尔》，《语文》，1937 年 1 月第 1 卷第 1 期。据 1930 年代积极参加世界语和拉丁化运

动的语言学家陈原回忆，“30 年代我们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青年，都知道马尔的‘新’语言理论——耶非底

特学说，并且奉之为神明”。参见陈原、柳凤运：《对话录》，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 35 页。国人对马尔理

论的了解主要经由日本的翻译，当时国内并没有系统的译介，只在一些左翼刊物《言语科学》、《太白》、《语文》

等杂志上有一些粗浅的介绍。 
8
 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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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拉丁化派的理论建构中，方言作为“大众的语言”这一身份，与作为导向民族

共同语的“地方性语言”这一身份，在左翼的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上实现了对接和统一，一致地

论证着方言书写的正确性。但是，沿着此种逻辑推演，则民族共同语的建设必然会被简化和等同

于方言的发展。胡绳正是据此断言：“国语没有，民族语不够用，剩下来的便只有各地方的方言

土话了”，“建立民族语的问题，可以说就是发展方言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各区方言高度发展之后，

交溶的机会才加多。而民族语的形成也才能较快地实现。”1这意味着，拉丁化派既反对国语，又

不肯承认瞿秋白用以取代国语的“普通话”，最终将方言口语推举成民族共同语建设的主角。这

种可以概称为“方言至上”的口语化取向，不但颠覆了国语运动的主导逻辑，也与瞿秋白此前的

思路有了相当偏离。 

拉丁化运动方言取向的特殊性，需要我们在一个更大的方言潮流中辩证地去把握。在二十世

纪上半叶，与国语运动相伴而来的是一种重新发现和肯认方言的文化自觉。大致地说，这种肯定

有着几种典型角度。一种角度来自方言文学运动。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新文学书写，自然是对国语

和白话的践行，如茅盾所言俨然以北方方言文学为主流和正宗，于是文学创作者基于书写语言语

汇匮乏的切身经验，从词汇角度对方言文学的呼吁一直未绝于屡，这是从文学书写实践层面对白

话和“国语”压制地方性的本能反抗。2其他的角度则主要是来自左翼文化界所秉持的阶级论。

基于文化大众化的诉求，左翼文化界整体上对方言持认可和利用的态度。从 1930 年代的大众语

论战直至 1940 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都可以见证这一明显的趋势。拉丁化运动包含着与纯粹方

言文学运动同样的诉求，即认定“普通话的语汇很少，表现力、表现方法都非常不充分，”方言

词汇经过洗炼后可以成为有表现力的书写语言；3同时它又从属于宽泛的左翼文化运动，看重方

言的阶层性，但其方言取向仍有着区别于二者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在于，非拉丁化派的方

言鼓吹，是在认同方言口语与白话书面语并存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拉丁化派则是走向了单方面推

崇方言口语的极致。 

  

四、违背“书同文”：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 

 

用拉丁化汉字来书写方言的原则，不仅见诸《拉丁化概论》等发行较广的著作当中，且在《太

白》、《生活知识》、《清华周刊》等左翼刊物上被频繁地宣传。遵循拼写方言的基本原则，大众语

论战之后，支持拉丁化运动的个人和研究团体就创制出了大量方言拼音方案。依据方言分布的情

形，1931 年第一次汉字拉丁化大会曾将全国划分为北方、广东、福建、江浙以及湖南广西五大

方音区域。4但是，运动中实际制订的方言拼音方案，远比 1931 年的划分更加细化，以致每一大

方音区下都出现了几种以地区或县为单位的方言拼音方案。据时人统计，至 1936 年底也就是运

动发起仅两年，即已至少推出了包括广州话、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江南话、上海话、南京

话、宁波话、无锡话、温州话、汉口话、蓝田话、四川话、广西话等十几种方言拼音案。除此之

外，拉丁化派还着手少数民族的文字拉丁化工作，相继研制了蒙古语和苗族语的拉丁化方案。5与

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方言拉丁化杂志及课本，在无锡、南京、广州等地还成立了方言研究会团

                                                        
1
 胡绳：《文学创作上的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2 卷第 9、10 期合刊。 
2 
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第 1 辑，1948 年 3 月。在这方面，倡导方言文学的俞平伯的说法

也很有代表性：“我赞成统一国语，但我却不赞成以国语统一文学”。参见俞平伯：《国语与方言三篇（二）吴

歌甲集序》，《国语周刊》1925 年第 13 期。 
3
 参见聂绀弩：《大众语跟土话》，《聂绀弩全集》第 8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年，第 55 页。 
4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40 年第 4期。 
5
 渥丹：《一年来的中国新文字运动》，《文化动向》1937 年第 1 卷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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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  

拉丁化派对方言拉丁化的宣传和具体实践，因应了战时群众动员、抗战宣传的需求，彰显出

了政治民族主义色彩，因而能够超越党派和阶级范畴而为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所接受。1936 年初

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公开宣言，由陶行知草拟，征集了包括蔡元培、柳亚子、

孙科等共计 680 多位各界名流签名。2反对国语、书写方言的主张在这份具有影响力的文献中得

到了明确和公开的表达。3参与签名的郭沫若等人在事后还专门撰文支持方言拉丁化。4这说明，

从大众语论战逐渐明朗的书写方言导向，无疑在 1930 年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在 1940 年民族

形式的论争中，胡风就将十年来的文化大众化运动的贡献，归结为“方言文艺和方言土话的拼音

化底要求这两个问题的提出”。5 

然而，方言拉丁化在形式上破坏了语言文字的统一民族形式，在理论上解构了国家民族主义

的历史合法性，这使得它在发酵为舆论热点的同时，招致了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政治力量地极

为强烈的非议、质疑。 

首先，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和 “国罗”的密集攻击，势必激起“国罗”派的回击。尽管“国

罗”派因各种原因不能形成论战的群体效应，但也不乏凌厉的反击。一方面，“国罗”支持者提

醒“拉化字运动者在攻击国语的存在之前要睁眼看事实”，并针对拉丁化派对“国语”之民族压

迫等方面的指责，一一予以反驳6；另一方面，“国罗”派的中坚人物黎锦熙等人，又反过来攻击

方言拉丁化的沟通缺陷和不能表达高深文化的缺点，进而确认书写国语的正确性。7“国罗”派

的反驳尽管言辞激烈，但着眼点仍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层面。 

其次，方言书写造成的文字“分而治之”的当下事实，直接被视作民族文化统一和国家政治

统一的威胁，因而招致了“国罗派”以外的其他社会人士的批评。此种批评，主要彰显的是大一

统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在维护汉字的人们看来，汉字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文化一统的有力要素，书写方言则

背弃了“书同文”之历史传统，无异于文化分裂。维护汉字而反对汉字拉丁化者，既有余家菊这

样的国家主义者，亦有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纯粹学者。钱穆、张世禄、吕思勉等一批学者，

较为一致地褒扬汉字跨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消融方言的同一性，肯认其“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

性者为功甚大”，谴责方言拉丁化分裂社会和磨灭民族意识。8师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语言学家

张世禄，从语言文字学的专业角度论证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字之间有不可割裂的适配关系，明确反

对汉字拉丁化。1939 年，张世禄在《社会科学》杂志上撰文指斥方言拉丁化“直令同文之国，

                                                        
1
 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中所制定的方案、发行的刊物杂志以及成立的相关研究团体的详情，参见倪海曙编：《拉

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年，第 9—16 页。 
2
 拉丁化支持者认为，“在国民政府严厉查禁拉丁化运动的情形下，这一‘文献’实际上是给了中文拉丁化以‘不

成文’的，‘民主的’法律保障。”参见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上海：生活书店，1939 年，第 49 页。 
3
 参见《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文学月报》1936 年第 4 期。 
4
 郭沫若：《论方言拉丁化》，《中国语言》1936 年第 2 期。 
5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底提出和争点——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倾向的批判提要——并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

周年》，《中苏文化》1940 年 10 月第 7 卷第 5 期。 
6
 “国罗”支持者曾独醒撰文辨明：“第一，中国国语运动之目标乃在汉字本身，决无强逼蒙回藏苗各族放弃他

们固有的语言之企图。第二，国语本身是全国最通行的活语言，未被公布为国语之前，已在商业上、政治上成

为普通话，可见中国国语是为实际需要而公布的，世界上各民族语言不通，感受不便，都可以有公共的国语吗？

第三，在南洋的华侨大众，多是南方广东、福建人，这两省恰巧不是官话区域，语言最为复杂，同胞之间，语

言不通之苦是很大的，自从提倡国语之后，国语被采用到商业上和教育上去，成效极大，凡三十岁以下的人全

都能应用国语，以为互助了解的工具。”参见曾独醒：《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 年，第 70 页。 
7
 参见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青年文化》1936 年第 3 卷 5 期.；曾独醒：《拉丁化的中文与国语罗

马字》，《国语周刊》1935 年第 9 卷。 
8
 钱穆：《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思想与时代》1943 年第 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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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而为‘出疆数武，笔札不通’”，发出“文字趋于分歧，其将何以维系国家民族之统一”的严

厉质问。1此前从未对拉丁化发表意见的胡适，也在 1936 年与周作人的通信中表示：“我们必须

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

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

的唯一工具。”
2
在拉丁化运动处于最高潮之际，胡适以“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为“唯一工具”

的说法，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再者，在社会舆论中有“分裂之虞”的方言拉丁化实践，不啻为国民政府压制拉丁化运动提

供了更加“堂皇”的理由。本来，拉丁化运动欲废除汉字，又直接否定由政府推进的国语运动，

自然不见容于当局。就民国的实际情形而言，方言和地方政治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不存在必然对

应的关系，拉丁化运动的宣传也始终在澄清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辩证统一关系。3然而，亟于巩

固政治统一的国民政府，对方言与地方认同之间的暧昧关联本就有所警惕，国共两党对立的现实

则使得此一问题分外尖锐和敏感。何况，将方言解读为宗法时代“地方主义”和“同乡观念”之

语言遗留，即使在左翼中间也并不稀见。4另外，正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的确曾

企图假手拉丁化运动，以方言文字为媒介建立独立的广东国、福建国，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政治

野心。5加之，抗战爆发后激起了高昂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更使得政府维护民族语言文字统一

的立场更显正当。1938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通令即明确指出，此前取缔拉丁化运动的

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该运动“时被反动分子利用为宣传工具”，一是倡导方言“足以妨碍国语之

统一运动”，“与国人公认之语言统一，为现代国家条件，背道而驰”，肯定其虽有“徐图国语统

一之志”，然其实现，必甚困难。”6同年 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向中央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

时，斥责拉丁化运动“废除汉字，足以破坏民族文化之统一，拼切方音足以阻碍国语教育之进行”，

态度则已是完全的否定。鉴于联合抗战的需要，1938 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曾对拉丁化运动予以短

暂解禁，允许其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存在。只是解禁不到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旋又明令取缔

之。7如果联系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2 年曾发布公告明令将“汉字”改为“国字”之事实，及其背

后所散发的强烈的统一民族国家意志，则当局对拉丁化运动查禁的态度自不难理解。8 

如果说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公告因代表官方意见因而措辞较为委婉，那么国民党文化人以个人

名义对方言拉丁化的攻击就堪称猛烈了。任职于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人张涤非，这方面的言论最多

态度也最为激烈。1938 年至 1940 年期间，在国民党中宣部主管下的《文化建设》、《抗战向导》、

《胜利》等刊物上，张涤非陆续发表了《中国统一与中国话拉丁化》、《土语拉丁化再论》、《中国

文字拉丁化纠谬》等数篇文章，后又将上述文章结集出版了名为《土语拉丁化批判》的专著，对

方言拉丁化大加鞑伐9。张涤非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中国处在消灭封建割据促进资本主义

                                                        
1
 张世禄：《中国新文字问题》，《社会科学》1939 年第 1 卷第 2 号。 
2
 胡适：《国语与汉字——复周作人书》，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第 330 页。 
3
 金以林的研究曾表明，方言是粤系地方势力形成内部认同的一种工具，参见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

《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4
 祝秀侠写道：“至于土语这种东西，多半是含有封建的意味在内，中国的言语文字不能统一，土语之所以盛行，

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长久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中，狭义的地方主义，是某一地方的豪绅阶层维持着他范围内的势

力，而以‘乡音’、‘土语’为笼络。”参见祝秀侠：《大众语中的方言土语问题》，《灰余集》，上海：读者书房，

1936 年，第 238 页。 
5
 陈君葆：《现阶段的新文字运动》，《时代日报》1947 年 9 月 3 日。 
6
 《中国字的拉丁化运动应注意之点》，《四川省政府公报》第 115 期，1938 年 4 月 20 日。 
7
 《取缔各地新文字运动》，《中央党务公报》1939 年第 1 卷第 22 期。 
8
《依照国文国语之例将汉字一律改称国字以昭划一》，《江西省政府公报》1942 年第 1249 期。 
9
 在《胜利》杂志上刊出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纠谬》和《纠正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的两篇重要文献》署名皆为佛

云。从文章观点看，皆与张涤非已发表的相关文章相当接近，诸多语句和措辞完全一致，据此推测，佛云应为

张涤非之笔名。另外，张涤非任职于国民党中宣部，最后以国民党中宣部名义发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之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4 

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五四以来“提倡国语，废除土语”，正是顺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统

一的时代需要，拉丁化运动反对国语统一运动而诉诸“封建主义的小邦”的方言土语，乃是在政

治上回向封建割据的历史倒退，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之曲解。尽管张涤非对方言

做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评判，而拉丁化派则对方言予以多角度肯定，然而在不同的判断背后，二者

又真实地共享了社会形态决定语言性质这一语言进化论逻辑。在这一进化论逻辑中，国语统一无

疑彰显着现代性，方言则确实与传统的“封建性”、“地方性”同构。左翼作家祝秀侠和魏猛克在

大众语论战期间之所以否定方言，依据的正是此一逻辑。对于拉丁化派来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他们必须承认而不是否认方言的“封建性”，而这自然构成对方言的否定。面对这一矛盾，胡

绳、聂绀弩等给出了“批判性地接受”方言的标准答案，又经由对国语之“虚假”统一的揭批，

证明了地方性语言在过渡时代的价值，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自洽。然而，这毕竟只是拉丁化

派的自说自话，在拉丁化派以外，承认国语统一的进步性毕竟是一种更普遍的认识 ，张涤非的

批判也因此仍有其力度。不过，作为以积极反共闻名的国民党人，张涤非攻击拉丁化运动是彻底

的党派政治，指斥方言拉丁化为中共地方割据的图谋，都说明政治攻击而非学理“纠谬”才是他

批判的真正目的。1    

面对社会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拉丁化派从不同层面予以回击。聂绀弩、拓牧等

人主要强调了方言拉丁化各方案之间在拼写技术层面的统一性。2史布金等人则从统一民族语言

的合理方式这一层面，论证方言拉丁化并非 “不要统一”，“而是要真正的统一”。3也有人反驳

人群或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物质的厉害”关系而非语言文字，间接维护方言拉丁化之合理性。
4由于没有触及拉丁化如何适应现阶段共同语的需要这一核心问题，上述的反驳均显得缺乏足够

的说服力。 

不过，拉丁化阵营中的少数骨干人物，则因此对方言拉丁化的偏激取向及其内在危机，产生

了相当的警觉。1936 年胡愈之发表于《生活日报周刊》的《新文字运动的危机》一文，代表了

当时对这场运动最深刻的反思。胡愈之严肃地指出，方言拉丁化表面繁荣背后潜藏的两种危机，

一是目前的拉丁化汉字所记录的口语芜杂而不精密，只有地方性而无普遍性，还不配称之为真正

的文字。5二是拉丁化派一味地顺从于语言分歧的现实，毫无标准地推出各种方言拉丁化方案，

实际是放弃了促进语言统一的人为努力，“把文字当作了口头语的奴隶”。针对后一种也是更为明

显的危机，胡愈之提议必须严格限制方言新文字的泛滥，重新回到制定五至七种方音区标准文字

的既定方向，并且正式提出应当重新制订全国性的拉丁化标准文字的统一方案。6在文中他还一

反之前拉丁化派全盘否定国语运动的偏激立场，客观地肯定了其局部促成语言统一的历史成绩，

强调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建立民族统一语的刻不容缓。这种建立标准语的明确自觉，明显是对运

动初期片面而极端的方言拉丁化取向的反拨。 

但是，胡愈之对拉丁化运动危机的警觉和纠偏，并没有立即激起其他拉丁化支持者的共鸣，

反而被视为“有毒理论”和“歪曲的论断”，招致了严厉谴责。7广州的《新文字周刊》很快就出

版专号对该文予以集体“清算”，《生活知识》刊物上也有读者撰文嘲笑胡愈之“在方言连交溶还

                                                                                                                                                                       
相关公告，其语句也多直接出自上述文章，可以推断公告文字应出自张涤非之手。 

1
 张涤非：《土语拉丁化再论》，《文化建设》1937 年第 3 卷第 8 期。 
2
 参见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 上海：生活书店，1939 年，第 84 页。 
3
 史步金：《中国统一运动与语文改革》，《世界观》1937 年第 1 卷第 1 期。 
4
 汉口新文字研究会编：《新文字研究初步》，上海：火炬出版社，1937 年，第 4—5 页。 
5
 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生活日报周刊》，1936 年第 1 卷 9 号。 
6
 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续）》，《生活日报周刊》1936 年，第 1 卷 10 号。 
7
 胡愈之：《有毒文谈》，《语文》1937 年，第 1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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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时候，却要求在现在‘创造全国拉丁化标准文字’”，是犯了真正的“左倾幼稚病”。1 

 

五、在与“国罗”的合流中回归：共同语与方言并重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在方言与标准语问题上，类似胡愈之式的理性认知

在拉丁化阵营内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大约从 1937 年初开始，在可能丧失民族语言文字的强烈民

族危机意识刺激下，“国罗”派与拉丁化两派也以《语文》月刊为公共平台，展开了相对平和的

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均表露出和解的意愿。1938 年之后伴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

立，拉丁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定位有了较大的转变，进一步确定了团结“国罗”派以建立“语文联

合战线”的策略。
2
 

抗战爆发尤其是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政治话语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民族

解放，明确主张建立各阶级、各民族联合的统一抗日战线。中共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观念也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体现为民族政策由偏重民族自决转变为促成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国家，观念上则

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
3
。配合着中共上述政策导向的转变，拉

丁化倡导者不再宣扬建设单一民族共同语，语言的阶级论色彩也大大淡化。    

拉丁化派与“国罗”的初步和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较为切实地感到了推行“共同语”的必

要。1938 年 3 月，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汉口的拉丁化运动骨干焦风、叶籁士等人，与曾

经数度论战的对手——国语罗马字支持者王玉川在经过面谈协商后达成共识，确认了双方认可的

五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土语通过国际化字母而书面化的工作，和在土语中间推行一种‘全

国共同的辅助语’的工作，在眼前有同样的需要，可以看环境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分头

进行。”4由于拉丁化运动一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汉口协商”代表的只是焦风等少数

拉丁化骨干的意见，相比之下，1939 年倪海曙草拟、陈望道修改，经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

多次讨论后通过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则是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草案》对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方言拉丁化问题上做出了重新表述。与海参崴大会所确定的国际主

义文化革命的目标不同，《草案》裁定现阶段拉丁化的目标乃是发展“形式是方言的，内容是民

族革命的大众语文文化”。5《草案》在重申坚持方言拉丁化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明确申明了“同

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担负起未来民族统一语的一部

分任务，”同时刻意强调在技术上应更加注重维持方言方案和北方普通话方案的统一性，在语汇

上则提倡克服方言语汇的地方性而提升其普遍性。 

1940 年之后，拉丁化阵营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北方普通话”作为主导方言的地位。1940 年

在《草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拉丁化中国字理论大纲》进一步地指出，北方普通话作为历史上

形成的“中国各省人大致可以共同懂得”的语言，应当“在语言的统一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

使方言的和合更为具体，”这是拉丁化派对北方方言事实主导地位的明确承认。
6
这样一来，“北

方普通话”的作用已庶几接近于标准方言。曾经在方言书面化问题上相当左倾的聂绀弩也在 1946

年撰文表示，八年抗战促进了方言口语的融合，使得“统一语的需要性比以前大大增加了，那么

国罗派以流动性的人民为对象，致力于统一语的拼音化，拉新派以土著居民为对象，致力于方言

                                                        
1
 落木：《新文字运动发展得太快了吗——答胡愈之先生》，《生活知识》1936 年第 2 卷第 8期。 
2 
胡绳：《新文字运动的动员》，《读书生活》1936 年第 4 卷第 9 期。 

3
 参见庞效松：《中共民族问题纲领的演变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3 期。  
4
  黎锦熙：《国语新文字论》，《师大文史丛刊》抽印本，1949 年，第 48 页。 

5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纲领草案》，《语文》1939 年第 3 号。 
6
 倪海曙：《拉丁化中国字理论大纲》《拉丁化新文字概论》， 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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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拼音化，两者尽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1
1949 年 8 月中共赢得内战胜利的前夕，吴玉章在致

毛泽东的信中，已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建议以北方方言为“全国语言”发展之标准。
2
方言

在经历过片面而绝对地“方言拉丁化”时期之后，拉丁化运动的主力阵营终于较为一致地达成这

一相对趋于合理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之外，认为“共同的标准语是应该有的，但应该在方言

之后”，甚至认为“区际语”的提出还根本不到时候的简单化意见也仍然存在。
3
而且，承认应当

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建立“区际语”，也并不意味着对语言融合理论的遽然放弃。前述吴玉章致毛

的信中就赞成各地区和各民族各有其方言拼音文字，1949 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

着是否方言拉丁化也仍有持续的讨论，直至 1955 年拉丁化运动结束才宣告终结。
4
 

 

六、结语  

 

上述对 1949 年前汉字拉丁化运动核心语言原则的考察，大致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瞿秋白经由对国语运动的否定性批判，重构了一种以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语言发展格局，而

勃兴之后的拉丁化运动则在对瞿氏理论的扬弃中，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方言口语至上到强调共同语

与方言并重的演变。拉丁化运动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导向的特殊性，既直接受制于外在的政治意

识形态，又内在于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之中。 

首先，拉丁化运动的外在政治性体现于，它对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问题的批判和重构，主要

借助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共同语”系统论述尤其是列宁的相关理论，是对苏俄语言政策和语言

理论的直接套用。通过诉诸阶级论框架和民族自决原则，瞿秋白将国语运动的大一统民族主义逻

辑解读为实质的权力关系——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和主体民族对弱小民族的语言压迫。与之相

对，“普通话”则被建构为代表大众的单一汉民族共同语，成为承载民族平等和特定阶级政治诉

求的普遍性语言。诸多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历史学具体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民族共同语的建设总是

伴随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竞争。5“国语”运动当然也不例外，但它同时也是对历史语言遗

产和现实语言格局的继承。相较之下，“普通话”则毋宁说是一种体现政治理念的想象性语言，

尽管伴随着中共政治政策和话语的转变，其阶级色彩和单一民族指向都在逐渐稀释。根据王东杰

的研究可知，经由左翼文化人的广泛使用和社会传播，“普通话”作为指称共同语的概念本身，

在与“国语”的名词竞争中，成功地扩大了社会认同度。1955 年国家语委正式规定了“普通话”

作为国家标准语的合法地位，明确定义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新政

权实际沿用了“国语”的语言标准却摈弃了“国语”这一历史概念，这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对左

翼语言运动政治意涵和历史影响的象征性继承。
6 

其次，从瞿秋白开始的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的批判，又真实地内在于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运动

之中，并折射出民族共同语建设过程中深层的内在矛盾。在国语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国语和方言

始终构成一种矛盾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正是在国语运动的刺激和带动下，才有了语言学界对方

言的调查研究和方言文学运动的兴起，方言也确实被调动起来参与到尚很薄弱的“国语”的建设

当中，甚至严格说来就连“国语”本身也是一种方言，茅盾就说“白话文学”只是“北方方言文

                                                        
1
 聂绀弩：《对目前语文运动的意见——答上海语文周刊社问》，《聂绀弩全集》第 8 卷，第 344 页。 
2
 费锦昌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北京：语文出版社，第 115 页。 
3
 容异：《最近一次的上海与平津之间的拼音文字通信讨论》，《时代日报》1947 年 5 月 7 日。 
4
 参见周有光：《拼音方案问题》，《新文字周刊》1950 年第 32 期。 
5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第 186—189 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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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另一方面，国语运动为了贯彻普遍性和统一性的逻辑，又势必造成对其他地方性语言的

压制和改造。国语运动的“大一统”诉求促使其必须选择一种优势的地方语言为基础，同时它也

付出了牺牲方言口语多样性的代价。1925 年钱玄同在为顾颉刚编纂的《吴歌甲集》一书所作序

言中，就曾指出国语运动为了统一，不惜使方言中原本“辨别很微细的词儿混淆起来，用意思相

近而涵义较广泛的——其实就是较不真切的——来代替”，从而牺牲了“涵义非常真切，辨别务

极微细”这一方言最大的优势。2综合观之，国语运动激发了方言的“觉醒”，无疑为拉丁化派论

证方言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利论据；国语运动制造的方言不平等关系，则又适足成为其批判的靶向。

拉丁化运动的方言取向，在阶级立场之外，同样包含着谋求地方语言平等的理想主义诉求。因此

尽管瞿秋白指责“国语”完全摈弃方言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误解”，聂绀弩、胡绳等人以语言融

合理论为支撑试图让各种方言完全平等地参与共同语建设也并不现实，但它确实是对“国语”与

方言紧张关系的一种“矫枉过正”。 另外，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拉丁化阵营内部也在逐渐地

纠正既往的偏颇，承认了现阶段需要共同语以及共同语应以北方方言为主导的客观事实。  

诚如学者所言，在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性方言作为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形式，在文

学表达上有其容留空间，但只能构成民族共同语和民族形式的附属部分。3各方言语汇的差异性

并不允许被过分强调，因为它会削弱和冲击普遍性语言的坚实合法性，这是民族主义下的语言“潜

规则”。1950 年 7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李立三翻译的斯大林最新语言学论著，文中彻底地

否认了马尔的语言融合理论。
4
与此同时，1950 年代初期的方言文学讨论，也最终达成了一种出

自语言学家、较为各方接受的结论，即是各方言只是“表面形态上音韵系统的差别”，这与国语

运动时期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结论是一致的。
5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

了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决议。
6
保留“普通话”概念，将方言重新还原为

相对“普通话”而存在的纯粹地方性语言，这是新中国对这场运动语言主张的最终裁定。历史重

新回到了塑造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的既有轨道。在民族危机深重的 1930、1940 年代，拉丁化运

动倡导方言，虽然有失偏颇，但有其复杂动因和演变过程，需要历史地加以理解。这场运动不仅

始终洋溢着真切而朴素的大众启蒙热情，而且，它以夸张乃至变形方式呈现出地方言与普遍语言

之间的张力，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之下仍将或隐或现地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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